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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学 纵 横

［编者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
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争，中国人民遭遇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真正是苦难深重、命运多舛。然而，
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却自强不息，且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可以说，自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
的那一刻起，各派别、各阶级乃至普通民众无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矢志不渝努力奋斗。正是在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顽强拼搏下，我们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复兴中华民族的路向

选择中，逐渐由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发展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当前，举国上下正在努力践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值此重要时刻，从历史的视角理性审视近代先贤为中华民族复兴与认同所作
出的重要贡献，尤显必要。基于此，本刊约请孙占元、李帆、俞祖华三位学者对“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
历程”、“再谈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认同”以及“民族精神提振与中华民族复兴”等展开探讨，进而厘清中
华民族近代复兴与认同的多维路向和时代选择，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近代复兴与认同的路向和选择( 专题讨论)

［摘 要］近代以降，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认同经历了多种路向和选择。孙占元认为，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
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变法图强、反帝爱国、振兴中华的疾呼，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
革命的声浪，既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推进了近代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李帆认为，辛亥革命
前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时期。“政治民族”认同与“文化民族”认同，是考量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点。由此而言，
辛亥革命前“中华民族”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才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起来，中华民族
认同终得实现。俞祖华认为，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概念与民族复兴观念几乎是同步生成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
族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但其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通过摄取时代精神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
统一，进而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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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
孙占元

(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0103)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空前

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

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有感于甲午战败的危
局，康有为发出“外患乃以兴邦”的呼声，维新派以爱
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把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有

机结合起来;孙中山率先打出“振兴中华”的旗号，发
动革命运动，倡导三民主义，致力于革命救国以谋求

民族的复兴;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抵抗
八国联军的侵略，为延缓中国被列强瓜分发挥了积极

作用。在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这三支爱国救亡力量
或先后、或交织地活跃于 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政

治舞台，在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发挥了各自的

作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外患乃以兴邦”: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战争生。”［1］( P42)“变法
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2］时人的评价，充分
说明了维新运动之兴起与甲午战争的关系。
甲午战前的许多仁人志士已意识到中华民族所

面临的危机，积极寻求救国的方略。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提出仿造外国新式船炮和“师夷长技以
制夷”主张，开近代中国海防思潮之先河。19 世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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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
之，终则驾而上之”［3］( 卷下，《制洋器议》) 的“自强”之道; 薛
福成等提出“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
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

矣”［4］( P543) 的“求富”主张;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近代军
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尤其是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引
发的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其中心内容是如何防

日，即“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
备，于是有海防之议”［5］( P337)。洋务派以变局观分析
了中国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

强敌，认为唯有整顿海防、变法用人，方有所期。1879
年日本用武力吞并琉球事件和 1884 年爆发的中法马
尾海战后，清政府定下了“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及
“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的调子。1888 年
5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洋务派以“求强”“求富”相
标榜，但甲午战败和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表明只注

重器物层面变革的洋务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的落后状况。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
派着力从制度层面寻求复兴道路。
对于甲午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恩格斯在 1894 年

11月曾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
致命的打击。”［6］( P674) 甲午战败的创巨痛深，进一步唤
醒了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1895年 5月，为阻止中日
《马关条约》的换约，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
发动公车上书，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
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强调“穷则变，变则通”，“与
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

度哉”［7］( P123)。紧接着，康有为写下《上清帝第三书》，
呈递到光绪帝手中，其中指出: “夫以中国二万里之
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

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此圣清二百余年
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殷忧所
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他提出汰冗兵而和营勇、广
学堂而练将才、厚海军以威海外的六条变法建议，认
为“邓 世 昌 捐 躯 报 国，若 加 激 励，岂 患 乏
人”［7］( P139—144)。9 月，他与文廷式、陈炽等组织强学
会，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大声疾呼: “俄北瞰，英西
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

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
无沦胥非类之悲乎!”［7］( P165—166) 就甲午战争对民族觉

醒的的程度而言，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说:“吾国
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

以后始也。”［8］( P1) 何启、胡礼垣在《新政始基》指出:
“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则其醒者亦将哺糟啜
醴，宜其醉醒无时也”，但是“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
人皆明矣”［9］( P183)。陈炽在《上清帝万言书》中也说:
“以倭奴蕞尔小邦，遂能力制中朝。受此亘古未有之
奇辱，使我中国之人，自上达下，稍有人心者，无不摧

心失志，怀愤含羞，痛哭呼天，不能自己。”①

维新志士们奔走呼号，越出康乾以来厉禁知识分

子干政的成规。在甲午战争中曾一向主战的光绪帝
和许多朝廷官员也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及残酷。光绪
帝在《马关条约》签订前曾愤然说:“台割则天下人心
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10］( P550) 在战后的“上谕”中
又表示:“宵旰彷惶，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
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
同时宣誓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
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
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

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②翁同
龢阅读了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等变法著作，
以及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讨论过聘请西人、
采用西法进行改革的问题。
维新派既痛陈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主张向

西方学习。在那个年代，“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
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
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国家。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

学”［11］( P1470)。1895 年 6 月，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
书》中指出:“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
十一，近者其皇睦仁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

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以土之大，不更化则
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
大验哉?”［7］( P153) 1898 年 1 月，有感于德国侵占胶州
湾，康有为心怀“胶东之耻”赶写了《上清帝第五书》，
其中指出，“自东师辱后，泰西茂视”，“诸国眈眈，采
颐已外”，因此必须“下发愤之诏”，以激励“人心之志
气，然后训练军队，大购铁舰，沿海数十艘而习以海

战”。他向光绪帝建议，“择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
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是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认为非采法俄、日，“不能为天下雄也”［7］( P202—203)。随
后，他又第六次向清帝上书，即《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
政局折》。其中再次申述变法的重要性，并批驳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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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转引自孔祥吉《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陈炽〈上清帝万言书〉的发现及其意义》( 《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 2期) 。
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 84—8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



派对变法维新的种种责难。他指出，世界各国皆以变
法而强，中国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全面变法。现在朝
廷虽有变法的用意，但“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 才士
言之，而旧僚攻之; 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

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故应效法“日本明治维新
之始”，当务之急是采取三项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
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二曰开制度

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

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12］( 卷1) 这
是康有为首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变法维新统筹全局

的具体措施。此外，康有为还在北京的官员和知识分
子中间进行活动，于 4 月建立起保国会，参加者有在
京官员和各省举人 200 多人。保国会以救亡图存相
号召，其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经过康有为等人
不断催促，还有帝党官员的积极活动，光绪帝决定利

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实行变法。6月11日，光绪
帝召见全体军机大臣，决定“下诏定国是”进行变法，
于是有百日维新。
这是近代中国采法俄、日以“为天下雄”的一次

展示，也是以君主立宪制来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

尝试，将近代中国变革从物质技术层面推进到政治制

度层面。百日维新虽然时间短，成效甚微，但终为以
往所未曾有过的事情。“今日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
地，方有复兴之望”［13］( P567)。维新派对封建制度的种
种批判，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传

播了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冲击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

会观念。特别是维新派通过办学会，开学堂，冲破清
政府例禁，初步形成国人议论时政的新风气，使中国

传统 社 会“智 慧 骤 开，如 万 流 潏 沸，不 可 遏
抑”［15］( P156)。正如当时《字林西报》所描述的那样，国
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时代过去了”，大批仁人志士
均怀着“改革一日不完成”便“不会一日休止”［14］( P493)

的热望。同时，戊戌变法的失败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
历史教训。维新派以火热的爱国热情，试图通过自上
而下的改革实现变法维新，结果却是:“戊戌六君子”
血染京师，光绪帝被困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出走海
外。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梁启超有鉴于甲午战

争的历史教训写了《爱国论》。他指出，“甲午以前，
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
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忧国之

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
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

也”［15］( P65—66)。1900 年，他发表《中国少年说》，强调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

其进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
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
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

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河出伏流，一
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鹰

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 干将发硎，有

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

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
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6］( P12) 1901 年，梁启超在
《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概念，并把中
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上世史，自黄帝
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
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 二是“中世史，自秦统一后
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

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 三是
“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
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
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
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处
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

有。”［17］( P11—12) 1902年，梁启超著《新民说》，着意论述
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维新派思想家把救
亡与启蒙结合起来，仍在为民族复兴作出新的努力。
当然，在此时和稍后革命与改良的论争中，革命思想

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振兴中华”:革命救国与国家的复兴

在近代中国，正式提出“振兴中华”的是孙中山。
他正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影响而率先发出这一呐喊，成

为时代强音，并由此完成了由主张改良到革命的转

变。于是，“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
而成于辛亥”［18］( P114)。
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孙中山经过数月的酝

酿，于 1894年 6 月到天津向李鸿章上书，陈述“人能
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
国大计，并以日本为例进行对比，他指出，“试观日本
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也后于我，其维新

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其四大

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 反观中国，“固患于能
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国家每举一事，非
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19］( P15)。李鸿章则以“甲书
旁午”为由，婉拒了孙中山的上书。7 月 25 日，日本
挑起丰岛海战，甲午战争爆发。从天津来到北京的孙
中山，所见所闻是京师正忙于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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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边海烽火告警，京师宴安升平。
有鉴于此，孙中山深刻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既

“日本命将遗师，侵入吾土，除宅居战地之人民外，罕
有知中日开衅之举者”。而“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
极”［19］( P52)。他本想通过上书以“冀九重之或一垂
听”，但事与愿违。于是，他于 1894 年 11 月在美国檀
香山创立兴中会。《檀香山兴中会章程》指出:“中国
积弱，非一日矣! 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 下则蒙味

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
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
抚膺! 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

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毒苍生，一
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
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
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因此，“特联络中
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专为振兴中
华、维持国体起见”［19］( P19)。从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
产阶级革命派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为争取民族独
立和反对清朝的腐败统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895年 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香港兴中会章
程》较之《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加进了“乃以政治不
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 官府则剥

民刮地，暴过虎狼”和设立该会以“讲求兴中良法，讨
论当今时事，考究各国政治，各抒己见，互勉进益”等
不少文字，尤其是规定接收会员以“心地光明，确具忠
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其父母邦竭力，维护中国以臻

强盛之地”为条件，并“必要当众自承其甘愿入会，一
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国危局”［19］( P21—22)。是年
10月，孙中山策动广州起义，与清廷公开对立。1900
年发动惠州起义，惜未成功。孙中山曾回顾说，在广
州起义失败时，人们还视其为“乱臣贼子”，而到惠州
起义失败后，“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
之不成”，表明“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20］( P235)。
这样，随着 1900 年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和
先后侵占天津、北京，义和团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结束，
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向
列强表明清政府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样，由于外国资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扩张、掠夺
和控制，民族矛盾进一步深化，使得以推翻清政府这

个“洋人的朝廷”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和
支持。正如 1902年曾师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后
又倾向革命的欧榘甲在《新广东》中所指出的，“自中
日战争以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他指斥清廷:
“所谓朝廷政府者，日食吾民之毛，日践吾民之土，我

民之深仁厚泽，谅既洽入其心矣，宜何如激发天良，感

恩图报，以致我国之富强，以报我民于万一。乃不惟
尸位无能，不称其职，而且忘恩背义，卖国卖民，则我

中国四万万之股东，其默尔而息乎。”［21］( P279—280)

1904年，是农历甲辰年，爆发了为争夺中国领土
而进行的日俄战争。孙中山指出，日俄战争实际上是
这两个国家在争夺亚洲的霸权，中国之所以成为列强

利益纠纷的场所，其根源在于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

强调必须防止欧洲列强趁机掠夺中国。孙中山说:
“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远东，这不仅是由于
俄国与日本间正在进行着的战争，而且也由于这样的

事实，即: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

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欧洲人在非洲的属地———迄
今为止，这一直是欧洲列强之间斗争的焦点———现在
大体上已经划定了，因而必须寻找一块新的地方，以

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
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
欧洲野心的地方。”孙中山批驳了西方流行的所谓“黄
祸论”论调，即“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与丰厚的资源，
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

世界的一个威胁”。他明确指出，这种论调是站不住
脚的，因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
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 如果他们确曾

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
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

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
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

平的民族”［19］( P248—253)。
孙中山在奔走革命的过程中，既呼吁中国必须改

变现存的专制制度而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同时还阐发

了赶上西方强国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1905 年 8
月，他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

出，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
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
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
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19］( P283)。10 月，他在
《〈民报〉发刊词》中阐发其三民主义思想:“今者中国
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

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
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同时，孙
中山还表达了振兴中华民族的情感:“翳我祖国，以最
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

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

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19］( P288—289) 这表明中

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的政纲来“奋发振强”，是对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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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振兴中华思想的升华。随后，孙中山又在给外国友
人的信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
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19］( P319)。这非
常清楚地表明:“振兴中华”与“国家的复兴”是内在
统一的。
因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孙中山等革命派所

倡导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那么如何来认识这种“反满革命”问题引起世人的关
注。对此，孙中山曾作出非常明确的回答，“民族主
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
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
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同时，他还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
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种
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
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

依然同汉唐宋相近”。因此，“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
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

是政治革命”［19］( P325)。此后，章太炎于 1908 年在《排
满平议》中也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
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
者，则岂欲傅刃其腹哉?”“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
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
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烦别为标

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22］( P51) 在三民主义
的召唤下，人们愈来愈觉悟到，无论是为了延长清王

朝的命运进行一些改革，或是通过“种族革命”以恢复
汉族帝国的统治，还是在不推翻清王朝的前提下搞君

主立宪，都不可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命运和走上文明进

步的道路。
中国的历史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而发生了重要

的变化。1911年 12月 30日，孙中山有感于武昌起义
后全国响应，“风云泱动，天下昭苏”的情形，充满激情
地写道:“昆仓之山，为黄河之源，浑浑万里，东入于
海，中有伟大民族，代产英杰，以维其邦国; 吾党义烈

之士，对兹山河，雄心勃郁，其亦为任艰巨，以光吾国

而发挥其种性乎!”［19］( P579)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
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申明:“国家之
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
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同
时，孙中山还就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
和财政之统一作了阐述。他强调:“满清时代借立宪
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

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

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23］( P2) 3 月 11 日，《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第一章总纲强调:“中华民国由
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
体。”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仅三个月便让位于袁世
凯。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迫使孙中山
和革命党人只能以“愈挫愈奋”战斗精神发动二次革
命、三次( 护国) 以至四次( 护法) 革命。尽管辛亥革
命未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

它毕竟开启了思想解放、政治变迁、经济和社会进步
的闸门，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

制制度，推进了民族复兴的进程。

三、“扶清灭洋”:
义和团运动延缓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

19世纪末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与甲午战后国际
形势的变化以及华北民众所受的困境直接相关。它
是甲午战后西方列强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产物，也

是中国人民奋起挽救民族危机的必然结果。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攫得巨额赔款、土地等

权益后，其他列强纷至沓来，大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

围。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侵占胶州
湾，是甲午战争之后发生的严重事件。如果说 1894
年孙中山所痛陈的瓜分豆剖还处于“实堪虑于目前”
的状况，1895年康有为所指出的中国处于强邻之中已
是岌岌可危，那么甲午战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与
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则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

狂潮。在甲午战前，德皇威廉二世就提出“要及时地
在中国沿海占领一个坚固的据点”的图谋。他的这个
愿望在德国参加的三国干涉还辽时进一步暴露出来，

就是由此“可以从心怀感激的中国得到一块地方作为
海军基地和加煤站之用。”①当然，德国毕竟还是使用
武力于 1897年 11月强占了胶州湾，1898 年 3 月逼迫
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为名强租中
国港湾，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紧接着，俄国军舰
强占旅顺口和大连湾，把东北变为其势力范围。英国
不仅强租威海卫，还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
条》，并强逼清政府同意其在长江流域的特权。法国
则通过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等活动，把两广与云南
作为其势力范围。同时，清政府为筹集对日战争赔
款，三次向俄、法、英、德银行团借款，并加紧对国内的
搜刮。外国教会势力也乘列强瓜分中国之机，加紧进
行宗教渗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山东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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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义和团运动。
山东在甲午战争中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饱受

战祸的苦难。尤其山东是遭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
和宗教渗透较严重的省区，民教冲突异常尖锐。外国
教会和传教士在山东活动猖獗，到甲午战争后全省

108个州、县中，有 72 个州、县建立了教会活动的据
点，共有大小教堂 1300 余处，传教士 150 余人，仅天
主教徒就有 8万人。面对教会势力的横行不法，广大
群众始乃抱怨，继而为仇，先后在曹县、巨野、沂水、平
度、威海、临清、即墨、冠县等地掀起反洋教斗争，教案
迭起。每次教案后，教会势力便要挟清政府镇压群
众，勒索赔款，进一步激起山东人民和地方官的不

满①。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就德占胶州湾后“教士之势
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的情形奏报清廷，认为“民气
遏抑太久”，有“川壅则溃之势”［24］( P13)。于是，长期以
来聚积在群众中仇视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通过义

和团运动爆发出来。1998年 3月，山东冠县的义和拳
众闻“来有洋兵”，于是聚众“亮拳”。10 月，赵三多、
阎书勤在冠县梨园屯( 今属河北威县) 蒋家庄率拳民

起义，打起“顺清灭洋”旗号，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
幕。随后，义和团在直隶不断发展，并进入京、津地
区，直接威胁着列强在华的侵略利益。对于这段历
史，严复曾这样描述，“中国自甲午中东一役，而情实
露，自庚子内讧，而情实愈益露”;“中国近二三十年，
教案之起，不绝于时，而以乙未山东、庚子直隶二者为
最大。乙未一案，德人乘便以夺吾胶州之军港，俄英
尤而效之，旅顺、威海，相随已去。盖中国北方，从此
无门户。”［25］( P115、191)

因此，从中国民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逐步

发展为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的斗争，正

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必然历史逻辑。以农民为主体
的义和团能够初步意识到正是外国的侵略造成了“祸
乱中华”的状况，即“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 并
表示他们“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
伸”［26］( P112)。虽然义和团的反侵略意识同资产阶级
革命派和维新派相比有些简朴，但认识的基点和指向

是一致的，均在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挽救民族危机的迫

切要求。因而，在当时就有人对义和团的反侵略之举
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如柳堂《宰惠纪略》云:“中国
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
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

始不足称快。”［26］( P403) 义和团运动反对列强瓜分中国
的斗争，顺乎民意，合乎民心。正如一位御史在奏折

中所说:“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形，人
心愤激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怆然泣
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倡始山
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所至之处，人多羸粮景
从。父老莫可拴束，妻子不阻挽，独悻悻以杀敌致果
为心。”［24］( P178)

义和团以“坛”或“场”为基层组织，在各坛口或
场口门旁一般红底三角形大旗，书有“顺清灭洋”、
“助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扶清灭洋”
等字。特别是 1900 年春，当帝国主义试图派兵入侵
中国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招抚政策日益占上风的时

候，“扶清灭洋”的旗帜不胫而走，成为各地义和团的
主要口号。虽然这一口号并不是义和团通过对社会
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后提出来的，但它却反映了民

族矛盾的不断激化。“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义和团运
动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曾吸引了广

泛的群众，并使一些地主官僚也卷了进去，扩大了反

帝斗争的基础。但它也不免有一定消极因素。如提
出“扶清”，虽然具有保国的含义，却又将“中国”与
“大清”等概念相混同，表明义和团在主观上并不反对
清政府，也不反对封建制度;它提出“灭洋”，固然接触
到了救亡的时代主题，却又对洋人、洋教和西方思想
统统排斥，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这一口号，模糊
了清朝专制统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后来成为清王朝

得以利用、控制、甚至蒙蔽和欺骗一部分义和团的重
要原因。同时，不少义和团组织规定了“毋贪财，毋好
色，毋 违 父 母 命，毋 违 朝 廷 法，灭 洋 人，杀 赃

官”［27］( P142) 的戒条，因此得到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支
持，使其队伍迅速发展和壮大。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

侵略利益。1990 年 4 月，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
照会清政府，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
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
平”［28］( P169)。6 月 10 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
等八国拼凑了二千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

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开始了八国联军的侵

华战争。与此同时，列强已经策划了更大规模的军事
行动，各国增兵大沽口。6 月 17 日，联军攻占大沽炮
台，从大沽登陆，打开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门户，进一

步扩大侵略战争。21 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随后
又在电旨中说，“此次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
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令驻外使节向各国
解释宣战出于被迫的苦衷，并保证“现仍严饬带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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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孙占元《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社会》( 《北方论丛》1991年第 1期) 。



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
惩办”［24］( P186、203)。可见，清政府在宣战后，虽然曾命
令团民与清军共同防御京、津，但它也为自己的投降
留了一条后路。这表明，由慈禧把持的清政府宣战的
实质只不过是利用义和团，借以发泄对列强在废立大

阿哥问题和以武力威胁问题上的不满情绪，并伺机镇

压义和团。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
一起顽强抵抗。8 月 14 日，联军攻占北京，为争夺在
华权益进行争斗。沙俄要挟清政府以承认它独占东
北为条件，表示承认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支持慈

禧太后继续执政，主张立即从北京撤出各国军队，进

行议和。英国则主张扶植光绪帝，不承认李鸿章为议
和代表，反对联军从北京撤兵。德国仍继续派遣军队
来华，计划攻占烟台，进而独霸山东，提出惩办慈禧，

以此恫吓清政府，赚取更多的权益，反对立即议和与

撤兵。日本因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有矛盾，支持英国
的主张。法国为了阻止英国在广东、广西的扩张，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俄国的建议。美国提出第二次“门户
开放”的通牒，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
维持现存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实际上要达到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共管，从而夺得更多的权益。从
1900年 10月至 12月底，经过列强之间长时间的反复
协商、争斗、妥协，最后英、德、日接受了俄、法、美的建
议，承认“皇太后为合例”，同意李鸿章为议和代表，条
件是清政府须接受各国的全部要求，提出“议和大纲
十二条”的照会，由李鸿章电告慈禧太后。慈禧亡命
西安，“以首祸当议已，常悁栗不自安; 及见约无之，喜
过望，诏报奕邼、鸿章尽如约”［26］( P34)。于是，列强又
强加给中国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
约》，它的签订更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尽管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

失败了，但迫使列强改变了侵华的手段，并不得不从

义和团的顽强反抗精神中认识到，“无论欧美、日本各
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

一”［28］( P86) 的中国。美国《纽约新西报》刊发《论中国
不可瓜分》一文指出，“今日为各国计，惟有扶其四万
万人所戴之皇帝，使之复辟，再行亲政，则义和团不平

而自平”［29］( 卷17)。列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采取了“以
华制华”的所谓“保全主义”政策。对此，梁启超深刻
分析了列强为何从热议瓜分中国，而又迅速变为“保
全支那”的原因所在。他引述了英人赫德《中国实测
论》的论点:“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
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若“自此以往此种精神
必更加深入人心，弥浸全国”，因此要放弃瓜分，使中
国人“渐忘其军事思想，而倾服于我欧人，如果则将来

所谓‘黄祸’者，可以烟消烬灭矣”。梁启超明确指
出:“此虽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实不啻欧洲各国之公言
矣。”并进一步揭露，“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继之以开放
门户”的实质是进一步侵略中国，“使吾民之欲谋衣食
者，愈不得不仰息于彼族”［17］( P43—46)。从当时国内外
的各种议论来分析，可以说正是义和团运动延缓了列

强进一步瓜分中国。
“殷忧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7］( P139—140) 近代

中国有识之士有鉴于甲午战败发出的这一醒世之言，

折射出国人应对民族危机积极心态。振兴中华、变法
自强、反帝爱国的疾呼，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
革命的声浪，既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也在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

响。甲午战争二十年后，1915年 6月李大钊发表题为
《国民之薪胆》一文指出，“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宜
镌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 曰甲午，曰甲

辰，曰甲寅”，其中“甲午之役，丧师割地，东亚霸权，拱
手以让诸日本”，“此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
也”［30］( P297)。此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并以心理层面
的深化，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新路。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研究》( 14AZS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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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认同
李 帆

(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对于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问题，特别是辛亥革命

前后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出

现了一系列颇有建树的成果，笔者也作过些许研究。
但从研究现状看，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本文拟从文
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观念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认同

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再对这一问题作

些粗浅探讨。

一

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何谓“民族”( nation) ①，如何
定义，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东西方学术界曾
对之作过大量研究，提出种种解释，但众说纷纭，迄无

定论，以致一个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西方学者说:

“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 然而，从
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1］( P3) 在中
国学术界，以往关于民族的定义有这样的说法，即民族

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
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
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

同体。”［2］( P783) 很显然，这是自斯大林的定义演变而来
的。这样的定义及所归纳出的特征，是基于事实的观
察与分析而作出的概括，客观色彩浓厚，但相对缺乏主

体意识。所以，有学者在认可客观标准的前提下又认
为:“主观方面，构成民族的要素则是民族意识( national
consciousness)。”［3］( P253) 所谓民族意识，是指一个民族
共同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存在、地位、利
益、价值和文化传统的自觉。这样一种民族意识显然

是主观认同的结果，即民族意识是通过“民族认同”
( national identity) 来实现的。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
员以“民族”互相认同，并以“民族”结成共同体。在这
个意义上，民族和民族认同密不可分，民族之产生离不

开这种认同。
在中国，民族与民族认同是历史的产物。上古之

时，诸部落在不同环境下发展，逐渐形成了许多族群，

其中华夏族处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拥有农耕经

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从而具有在各族群中的领导地

位，形成了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在华夏族的演进历程
中，自我认同至关重要。由于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出现
甚早，所以自我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这是华夏族不同

于他族的关键所在，“夷夏之辨”乃由此而来。也就是
说，所谓“夷夏之辨”，更多地是一个文化观念，而非纯
粹种族之界定。这样的民族认同，颇具文化认同意味，
即以文化作为不同民族区隔的标志。可以说，这是古
代中国特有的民族认同方式。到晚清以降，情形发生
了变化，即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古代既有联系，又

有较大差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认同意识，

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与中国民族

国家的建立过程相一致，政治因素在其间起了重要作

用，体现出鲜明的近代色彩。
在近代欧洲，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往往与民族国家

的兴起分不开。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差异，民族与民族
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也不同，其中最典型的是德、法两
国。一般认为，德国是民族先行，法国是国家先行; 或
者谓德国是文化先行，法国是政治先行。在 19世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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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文“nation”一词通常译作“民族”，但“民族”一词在汉语中颇多歧义，往往包含种族、族群等不同层面的含义，故而目前有学者以“国族”译“na-
tion”。



地。”［13］( P516) 陈独秀把社会进步的本质归结为创新，而
李大钊则把创造视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强调文明

的人要做环境的主人，“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
而已矣”［14］( P174)。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提振，与中国

共产党人注重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弘扬与培育是分
不开的。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仍须
不断提振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力、民族自豪感、民族
创新力与民族自强精神，增强全民族精神力量，铸牢支

撑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复兴月刊〉为中
心》( 14YJC770013)〕

［参 考 文 献］

［1］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N］．清议报，1899 －12 －13．
［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卷( 下) ［M］．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3］梁启超．国性篇［J］．庸言:第 1卷第 1期，1912 －12．
［4］高良佐．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J］．建国:第 35、37期，1929 －

1、2．
［5］吴钊．复兴之基点［J］．复兴月刊: 第 2卷第 1期，1933 － 9 －

1．
［6］王鲁季．论中国民族之精神［J］．军需杂志: 第 33期，1935 －

10．
［7］吴鼎第．综论民族精神［J］．复兴月刊:第 5卷第 8期，1937 －

04 －15．
［8］杨兴高．恢复中国固有民族精神与吸收外来文化［J］．新文
化月刊，1937( 6) ．
［9］郑师渠，史革新．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M］．北京: 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1］毛泽东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孙中山全集:第 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84．

［14］李大钊文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俞祖华( 1964—) ，男，浙江省永康市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Approaches and Choices in the Ｒevival and Ｒ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1894 (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SUN Zhan － yuan，LI Fan，YU Zu － hua
Abstract: Since 1894，the revival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undergone many approaches and
choices． Sun Zhan － yuan thinks that in the period from the 1894 War against Japan to the 1911 Ｒevolution，
many historical events，such as the 1898 Ｒeform，the 1900 Boxers＇Movement and others，speed up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 Fan thinks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not realized until the foun-
ding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1911 Ｒevolution． In the opinion of Yu Zu － hua，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national revival have concurred in China since 1894，but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reality，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 of times may gather the momentum of having China dream or the revival of the Chi-
nese nation come true by way of keeping abreast of times，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extracting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1894 War against Japan;
the 1911 Ｒevolution; the national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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